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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具有国际经济一体化、次区域理论和区域

合作理论三个源流。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来自于市场主体和政府，在中国

现行体制下，次区域地方政府由于其特有的经济功能而成为一体化过程中具有二元

动力倾向的利益主体，这种一体两面的动力机制发生了长三角一体化和区隔化的两

大对冲力。演绎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曲折进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价值目

标在于形成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构建世界级的大都市群，实现次区域间的资

源共享和利益互补，以及探索更具普适性体制创新意义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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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s, Dynamic Mechanisms and Value Target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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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of Yangtze delta area has three theoretical origins 

fr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ubreg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integration 

is drived by market subject and government.The subregional government become the binary 

drive oriented stakeholder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because of their particular economic 

function under current system in China.This sort of one integrity with both sides driving 

mechanism brings also the hedging integration and segmentation, which infers the tortuous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Yangtze delta region. The value targets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of Yangtze delta area lies in forming industrial division ans scale effect, 

constructing world clsass metropolitan groups, realiz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interest 

complementing and exploring regionla integrated insitution with mor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insi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Yangtze Delt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tion origin driving mechanism value 

targe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一、 长三角区一体化的源流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有三个源流。

第一是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下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所谓一体化，在

经济学领域，主要是指经济一体化，有时也称为经济整合，或者经济统合，其“一体

化”英文为“Integration”，最初起源于企业之间的联合，是厂商通过协定(Agreement)、

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以及其他兼并方式联合而成的企业组织形式，可分为

“水平一体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和“混合一体化”

（conglomeration）等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开始盛行欧洲统一运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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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一体化就是政治统一的基础，于是原来应用于微观领域的一体化开始被用来描述

宏观经济现象。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济学开始用“国际经济一体化”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的概念来重新定义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将其定义为“将不同经济实体结合成较大经济区

的一种事务状态或者一种过程”，并认为这种国际经济一体化能够消除参与国之间的所

有贸易障碍，并建立一定的合作和协调的机制。这种机制则依赖于一体化采取的具体

形式。1)（Ali M. E1-Agraa,1988）。在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形式就

是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提出的一体化的六种等级递增的状态，即：

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商品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统一对外关税)、共同市场、经济

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2)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第二个渊源是经济区或者说是次区域的理论，不同于

新古典经济学语境下的国际经济一体化，长三角事实上是一个次区域，或者是一个次

区域集合，是一个“经济区”或者“经济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斯卡拉皮诺 

(Robert Scalapino)的将这种具有内在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区域定义为“自然的经济区域

(自然的经济领土)” (NETs：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他认为，“自然的经济区域”就

是指跨越政治疆界的自然的经济互补性，这里的“自然”并不意味着与政府无关，而是

表示既不是依靠政府的启动，且政府也不能阻止，但是政府可以采取包括清除制度障

碍以实现本来就已存在的经济互补性的政府行动3)。或者说，政府行动或者政治意愿

独自不能够创造或者停止边境地区的相互行为，政府的行为只能局限于推进本已扎根

于自然互补性的市场条件4)。 麦克吉(T.G.Magee)等人是从社会学角度用“扩大的都市地

 1) Ali M.E1-Agra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1988, second edition, pp.1.
 2) Richard Lipsey: "Economic Union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7th 

volume, Macmillian Company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2, pp. 541  542
 3) Robert.A.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s", in Foreign Affairs, No. 5, Winter 

1991--92.
 4) Chia Siou Yue and Lee Tsao Yuan,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 New Motive Force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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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来解释次区域经济区 5)，1992年，他与Scott Macleod通过对新加坡及其周边地区一

一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的所谓“新－柔一廖成长三角”的研究，

撰文提出了“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的概念。经济区理论的第三种解释是所谓的

“局地经济圈”（SREZ :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or Localized Economic Zone）。这是日

本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解释6)，认为局地经济圈主要是由国家的一部分区域为基本单

位，横跨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外向型经济纽带联结的地理区域。作为具体案

例，日本学者举出了中国的珠港澳经济圈、中国的海峡两岸经济圈、以及由美国和墨

西哥边境的保税加工区形成的美墨出口保税区经济圈等7)。对经济区的第四种解释是

“成长三角”，这是由新家坡总理吴作栋提出而由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予以确认的

一种解释，认为：成长三角是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精心界定的、地理毗邻的

跨国经济区，通过利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来促进外向型的贸易和投资。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第三个渊源来自于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概

念，它最初来源于所谓的“横向经济联合”。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中央决策层在推

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提出要搞“横向联合”和区域经济协作，为此各地区政府

部门还设立了“经济协作办公室”，其职能就是推进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其合作主体实

际上主要是地区政府部门。当然，最初的区域经济合作主要还是在和国有经济相关

的商品交换层面，在商品市场还未发育完整，且处于区域分割的情况下，由建立地

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来克服地区间的市场壁垒和行政壁垒，互通有无，是对已经失

Pacific Development" in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C. Fred Bergsten 
and Marcus Nolan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edit  Chia Slow 
Yue, Motivating Forces irt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Honolulu, HI: Pacific Forum CSIS 
Occasional Paper, December 1993.

 5) T. G. Magee, and Scott Macleod, "Emerging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Asia-Pacific Urba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Singapore-Johor-Riau Growth Triang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Asia-Pacific Urban Systems : Towards the 2lst Centu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ebruary 1992.

 6) 嘉数啓著《国境を越えるアジア成长の三角地带》東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东京。

 7) 北村轮夫，《局地经济圈的构造假说》，（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1995年5期，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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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按计划配置资源和尚未成熟的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设计。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也不断的深化，但是在中国语境下，

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地方政府之间在非纵向信息主导的状况下，进行“横向”信息沟通

和利益协调，以获取“双赢”或“多赢”的手段和机制，既非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

也非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的资源配置，而是一种基于各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考核

指标值最大化的利益协调。一直到 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前，官方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或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正式文件表述语言，一直是“区域经济合作”。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其主角是长三角各次区域的地

方政府、企业和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中央决策层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

列措施时，也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

端。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12月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当初成

立的时候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由于上海经济区的

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

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

的会议，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1988年国务院体制改革时被撤销，由此长三角就再

也没有一个隶属于中国部门的常设机构来管理区域经济合作或一体化的机构了。但是

这并没有妨碍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回顾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步伐，2002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中国加入

WTO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推动下，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长三角一体化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首先是在政府层面，“两省一市”对长三角一体化达成了高度共识，省级政府之间的

互访实现了制度化，在城市层面，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议也由两年一度缩短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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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2007年12月1日在上海首次召开“六巨头”会议以及后来形成制度的长三角3+1

主要领导人会议8)，云集了江浙沪两省一市和安徽省的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省

长、市委书记、市长等，表明一体化已在政府层面形成了高度共识。

其次是在市场层面，“两省一市”之间的企业层面的交流和互动、要素流动都比过去

顺畅了许多。无论是浙江、江苏企业对上海的投资，还是上海企业对江苏、浙江的

投资都相当活跃。调查表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投资中，对上海和江苏的投资是最

多的，近年来上海对江浙地区的也在快速增长。可见，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市

场一体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制度层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制度和制度创新。如“两省一市”首长互

访制度、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议等，城市一体化宣言、长三角交通规划、长三角

旅游规划等都陆续出台，反映了一体化进程中制度创新的快速推进。

第四、在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建设方面，长三角主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网络已

经基本形成，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长三角三小时经济圈

开始成型。

由此可见，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过程，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成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模范

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对中国其它区域如环渤海、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区

等，起到一种带头示范作用，而2010年《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发布则是长三角一体

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二、长三角一体化的动力：市场主体和政府，一体化和区隔化

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出发，长三角一体化9)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主体和和

 8) 2008年开始安徽省主要领导人参加了长三角首长协商会议，正式形成 3+1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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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市场主体可以区分为二个部分，个体和企业。

作为个体，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消费者和劳动者，无疑这是一体化发展的坚定的

支持者，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一体化可以使得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产品的

多样化以及由于区域壁垒的解体而导致的卖方垄断的弱化，使得消费者的可以获得

更多的消费剩余，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作为消费者这一群体，无疑是

会对一体化发展持积极的回应态度的。作为生产要素的个体，包括各个层面的劳动

者，也是一体化的收益者，因为一体化会使他们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等，从经济

学的角度讲，能够使得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优化配置。

企业也是一体化的支持者，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企业推动

的，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要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要获取规模经济

效应，就会想到将企业供应链或生产链进行跨行政区域布局，或者说是产业链的空

间离散化布局，以此达到最大化地利用和整合不同地域的不同属性的区位优势和资

源禀赋优势，如上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国际信息汇聚的优势，江浙地区的劳动力优

势和空间优势，以及特定属性的产业集聚优势，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长三角一

体化无疑会大大降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运输成本、要素空间移动成本、信息传输成

本以及其他的交易成本（以上几项合并又可称为广义的运输成本）进而在企业内部

实现区域分工。这样，就在企业跨区域发展或者说企业供应链空间分布的离散化和

长三角一体化之间形成互动累积循环机制，企业跨区域发展主导的产业链空间布局

的离散化，推动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跨

区域发展的广义运输成本，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和产业链空间布局的离

散化。由此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

 9) 严格地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体化发展”不是同一个概念，比较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体化

发展的“一体化”意义涵盖的领域更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当然、从经济学意义上解

释，两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故本文并不加以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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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激烈，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

下，这种区域一体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对冲外部环境压力的动力就会越强劲。

作为政府，我们将其区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一直起着外部推动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

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

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的要素流动的制度成

本，启动和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

层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是一种“制度供给型”的推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

期，这种外力推动开始转变为“利益诱致型”，即、中央决策层并不对长三角区域经济

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

区域发展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这就是中央提出的浦东开发开放政策。进入21世纪，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导向，加快转型升级进程的新阶段，中央决策层

又进一步加快了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度，出现了重归制度供给型的推

动的趋势，具体的就是提出和制定《长三角区域规划》，提出《关于加快长江三角

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是回顾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过程，中央指导层的作用从来都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都是非行政命令和指令性

的，都是通过次区域地方政府的行为安排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来加以贯

彻。由此也凸显了次区域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

次区域地方政府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发展中的作用是双向和二元的，即同时具有

动力和阻力，一体化和区隔化的倾向。在讨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具有很强的

中国特征的发展现象时，我们不能不特别地强调体制和制度的作用，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进程中，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地方的行政当局，或者说各次区域的行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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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常常同时但当着一体化的动力和阻力这样的二元角色。所

谓阻力，就是区隔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地方与地方

间的竞争来获取发展的动力，由于中国独特的体制，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但具有国际上

通行的一般意义上政府行政功能，还具有主导本地方经济发展，提高本地区住民生活

水平的经济功能，这点和多数发达国家不一样。因此如何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尽

可能地阻碍本地稀缺的生产要素流失，并在次区域间的发展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

就是次区域地方政府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次区域地方政府天然具

有非一体化或者说区域经济区隔化、块状化的倾向。由此构成了一体化的阻力。但是

另一方面，各次区域地方政府出于加快发展本地区经济的需要，也非常希望能够利用

外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来弥补本地区的资源劣势，希望推进本地区企业扩大规模经

济，增强市场竞争力，来使得本地区经济发展受益，因此次区域地方政府同时也具有

推进区域一体化，弱化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次区域地

方政府构成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苏浙沪之间的要素资源

天然而来的互补性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一体化是任何一个次区域政府

所难以回避的问题。这种一体两面的体制构架形成了长三角一体化和区隔化的两大对

冲力。演绎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曲折进程。

当市场化进程加速时，或者说次区域地方政府对资源短缺（包括要素资源和市场

资源）和规模经济（经济发展绩效）的敏感性（弹性）增强时，以及要素流动的成

本弱化时，一体化进程就会加快。反之，区隔化的倾向就会得到强化。

那么，当出现地方政府的区隔化倾向时，能否借用中央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加以解决

呢？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体制，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不可

能代替地方政府进行具体的地方经济运行决策，在中国的目前，由各地方政府具体管

理和决策本地区的区域经济运行、发展及其相关事务，在管理层面给予地方政府在所

辖区域内的行政和经济垂直管理权限，不受横向权力的干扰，进而鼓励区域之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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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竞争，是现阶段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安排。目前还看不到，中央政府

有自上而下的利用行政手段来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这个角度

讲，地方政府的区隔化的元素实际上是已经内定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中的了。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价值目标

(一) 产业同构和产业分工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一种具有广泛受众面的问答是解决

产业同构问题。这里所谓的产业同构，是指各地区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从

而产生相互竞争，导致供给过剩或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了避免产业同构，长三角应

该在一体化的框架下实现“错位发展”，如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江苏发展电子通讯设

备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浙江发展轻工纺织服装行业等。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似乎

也有道理，一体化的直接经济效应就是规模经济和产业分工，由于一体化，带来的

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规模经济和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长

三角一体化的目标是要实现省级单位层面上的产业分工，以解决所谓的“产业同构”问

题，这可能是一个误区，在历史上曾经有“经互会”这样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其宗旨

就是开展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专业化分工，但众所周知，作为前苏联和东欧时代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互会”组织，并没有给参加国带来多少正面的经济效益。长三角地

区的江苏、浙江和上海，无论是哪一个省市，其经济规模单独拿出来比较，都已经

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以2007年为例，上海的GDP为1792.5亿美元，高于同

年新加坡的产出，江苏是3785.5亿美元，高于同年挪威或奥地利的产出，浙江是

2761.8亿美元，相当于同年南非或伊朗的产出。这么大的产出规模，要哪一个省市专

注于某一产业，或某一类型的产业，都是不现实的。因此，笼统地说长三角一体化

要解决产业同构问题，是没有太大的可操纵性和实际意义的。实际上，由于要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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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的相似性，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使得长三角各地

区之间，各城市之间出现某一层面上的“产业同构”是必然的。从产业经济学的分析视

角，长三角各地区在制造业二位数层面上的产业同构在很多场合是长三角区域产业

集聚的表现，并由此提供了长三角产业分工合作的稳定平台。如汽车产业，在长三

角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都发展汽车产业，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能认为在长三角

地区出现了汽车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这样的案例，在国际上就有很多，日本的汽车

工业主要分布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一样。从东京到名古屋，在南北大约80公里，东

西大约300公里的地方，包含了东京、横滨、名古屋、栃木、崎玉、群马和静冈等地

区，集中了丰田、日产、本田、三菱、富士重工、雅马哈、铃木等日本几乎所有主

要的汽车企业。但是并没有出现所谓我们所谓的“产业同构”（即产能过剩）的问

题10)。以上是从供给层面的分析，如果从需求层面分析，所谓“产业同构”就更不是

一个问题，如日本的汽车工业，函盖全球市场，即便国内多个地区都生产汽车，只

要国际市场具有可容纳性，就没有问题。另外，从逻辑上也应该承认，只要是“一体

化发展”，某种层面上的“产业同构”就是必然和必须的。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

由于发展阶段的相近性，浙江和江苏、上海都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如果说这是“产业同构”的话，那么这种“同构”是正常的，因此，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

体化需要解决各地区之间的“产业同构”问题。不是一种正确的问题意识，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伪问题。实际上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是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问

题，是体制的创新和制度改革的问题，所谓产业分工，并不是简单的以地区划分单

元，自上而下地统一产业规划，某省发展什么产业，某市发展什么产业，而是破除

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产品和要素流动的广义交通成

本，在统一的大市场格局下，形成以市场主体主导的产业分工格局，包括企业间的

地域分工和企业内的地域分工。

10) 陈建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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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级大城市群的形成和同城化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和长三角都市

圈、都市带、或者人们常说的“世界第六大都市群”直接相关联。长三角一体化的过

程，从空间经济学和城市发展的视角，就是城市化和同城化的过程。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核心任务是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级的大城市圈和城市

带。也只有形成这样的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带才能形成可供企业做大做强，集聚发展

的空间平台，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区域创新的新空间。长三角一体

化的过程，也是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过程，由此带动开辟了产业

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型现实可能性，事实上，目前已有不少浙江和江苏的民营企业

尝试将控制中心、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向长三角的中心城市转移，利用城市平台来

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如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和核心地带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高度集

聚，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先进制造业的集聚，通过空间结构调整来加快产业结

构的调整步伐，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培育而言，人才、知识和资本是最重要

的条件和资源，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特别是大城

市、城市群和城市带才能集聚这两种资源。从而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相应的条

件。国际上具有高度化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发达，现代服务业发达，文化创意产

业发达的地域，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和城市带。长三角一体化为长三角世

界级的大城市群的出现开辟了制度通道，使之成为要素和资源集聚的空间，带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

世界级大城市群的形成，在一体化的语境下，就是所谓同城化，这不是传统的空

间形态上的同城化，即在一体化区域内，多个城市合并成一个空间上连续的城市，

或者行政管理一体化大的城市，这在空间组织上是不可能，在城市管理上也是低效

率而非理性的。同城化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其主要包括：城市社会



2011 아시아 5개국 국제학술세미나22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同城化，城市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城市规划的同城化，城市

意识的同城化、城市功能的同城化等多个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同城

化，是同城化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快捷的大众交通设施，进而在城市群各城市之

间实现点对点的交通，乃至门对门而非城对城的快捷交通，同城化就是一句空话；

在此基础上，有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同城化的前提是均等化，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城

市有大小，城市的GDP产出也各不相同，但是在一体化的背景下，就必须实现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意识的同城化和城市功能的同城化。中国的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长三角世界级大城市群

的形成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典范。

(三) 资源共享和利益互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生正面效应还包括资源共享。以浙江为例，浙江是个资源小

省，包括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也包括人才资源、知识

资源等都不富裕，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浙江自身的资源显然不足以支撑其在短期

内完成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需要借助一体化发展获取周边地区的优势发展资源。例

如在产业升级方面，需要依靠上海这个具有高度国际影响力的对外开放平台，为浙

江企业寻求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更多的国内外资源，以此来推进产业转型和区域经

济发展。另一方面，浙江也需要加强和江苏的合作，事实上，苏南地区借助引进外

商投资企业，其先进制造业的规模水平已超过上海。因此，浙江需要充分利用一体

化平台，通过与上海、江苏地区的分工合作来推动本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步伐。

资源共享和利益互补的微观效应就是为企业提供了跨区域发展的可能性，从空间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区都有独特的区域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可以通过跨区

域发展利用各具特点的差异化的区域优势和区位优势，形成研发、生产、销售等各

个环节的企业内地域分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如台湾企业“康师傅”，在台湾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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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生产酱油的小企业，通过进入中国大陆，发展成为食品行业数一数二的大企

业。对长三角各地的企业而言，长三角一体化为其提供了一个“走出去”的平台，通过

这个平台，它们可以利用长三角各个地区的差异化的资源优势，形成企业内部的地

区分工，扩大企业竞争优势。

(四) 一体化的制度平台的构建

长三角分布于“两省一市”，如何突破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存在的制度

壁垒，降低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是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有诸多争

论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一体化制度平台，如带有中国特

色、具有某种地方自治特征的 “长三角市长协调会议”，虽然是由官方代表出席，但

并非中央政府组织召开，是带有横向联合性质的地区间的政府组织，又如长三角互

访机制，以及已经形成年会制度的由长三角主要省市和城市主要领导人出席的省级

领导主要负责人会议等等，都属于横向的区域一体化制度和组织平台。对此，有人

提出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纵向制度平台？如类似国务院早期成立的上海经济

区规划办公室，这样一种纵向的制度平台。

本文倾向于构建和强化柔性、横向的制度平台。从决策层面来看，建立一种决策

支持系统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国际上，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作为一体化化决策支

持系统的欧洲议会的作用举足轻重，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架构中，由学者和退居二线

的政府首脑组成，其功能定位于正式会议讨论文本起草的亚太贤人会议也起着重要

作用，是该组织重要的决策支持系统。长三角一体化跨区域共识的形成也需要建立

这样一种机制。毕竟，在现行体制下，中央及其职能部门不可能代替长三角各方进

行决策，而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仅仅依靠各地区政府部门的协商合作，也会受到

各方区域局部利益的制衡，增加共识决策的成本。如果借助非政府系统的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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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大学和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的专业知识的力量和舆情，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共识决

策的支持系统，可能会提高政策决策和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如在长三角区域规划的

制定过程中就建立了两套机制：一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各个司处和相关地区

的地方政府部门牵头，起早规划的具体章节的专业组；二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牵头成立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即由“两省一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组成的

综合组，负责规划文本的最后统筹，由此保证了长三角区域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这种机制形成规范化制度后可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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